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地委员会技术说明系列第 9 号《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GBF）：目标 3 和“可持续发展区”：技术简介 

 

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地委员会（IUCN WCPA）斯蒂芬·伍德利、丹·拉夫利和奈杰尔·达德利撰写 

 

关键信息 

 

在日内瓦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于《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第三次会议（OEWG）谈判中（2022 年 3 月），一个缔约方提出了将“可持续发展区”

纳入 GBF 的目标 3的新提议。该提议是将“可持续发展区”与“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

（Protected areas and OECMs，下文简称保护地和 OECMs）一起纳入。本技术简介回顾了生物多样

性利用的概念和“利用”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中的作用。请注意，“可持续利用区”

（sustainable use areas）和“可持续发展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as）这两个术语

在本文件中被认为是相同的，二者都依赖于“利用”这一概念及其可持续性水平。 

 

GBF 的目标 3 的重点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描述的基于区域（area-based）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规模、集约化的商业和/或工业开发（农业、渔业和林业），即便是可持续的管理，也跟 GBF 目标

3 不一致，况且已经包括在 GBF 目标 5、9 和 10 中。虽然某些类型的可持续利用正当合理地发生在

保护地（protected areas）内，但这些适用于“利用”这个概念连续体的“影响最小”端。 

 

虽然 GBF 的目标 3要求到 2030 年保护至少 30%的陆地和海洋领域（许多国家已经支持这一点），但

这些基于区域的保护工作需要得到补充和支持，在其余 70%的景观和海景中采用“整个地球”（Whole 

Earth）的方法来进行更可持续的管理。GBF 的所有目标都很重要。 

 

建立一个独特的可持续发展区类别的可能性应在目标 10 下讨论，而不是在目标 3 下讨论，因为根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它是一个不同于保护地以及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的议题。  

利用，可持续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 

本技术简介旨在支持正在进行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所定义的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利用（use）”和“可

持续利用”的一般术语进行澄清。本简介相应地探讨了“可持续发展区”的概念。重要的是，这些

想法应如何放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合适的最佳位置。 

 

随着 1987 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出版，“可持续发展”一词成为多边行动的一个

主要焦点。这份报告提出并阐释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想，并设专章讨论保护物种及其生态系统，

指出“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正常运作是必要的。” 保护物种及其生态系统被

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可持续利用”定义为“以不导致生物多样性长期衰退的方式和速度利用生

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从而保持其满足今世后代需求和愿望的潜力”。《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 8

条(a)款要求各缔约方尽可能酌情 “建立一个保护区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系

统。”第 10条则要求各缔约方采取与生物资源利用有关的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

不利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c)条继续指出，缔约方应 (......) “保护和鼓励按照符合

保护或可持续利用要求的传统文化习俗来利用生物资源”。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具体而

言，爱知目标 11呼吁建立保护地与 OECMs。《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目标 3是目标 11 的继承者，

并且与目标 11 一样直接响应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 条(a)款。目标 3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新

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 22 个潜在目标之一。其他目标，如目标 5 和 10 是

对《公约》第 10条的响应，该条涉及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整体可持续利用。 

 

保护地和 OECMs 是目标 3中基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预期机制。这两个概念都已在《生物多样

性公约》下得到了充分的探讨和定义。某些类型的利用，如果发生在保护地（protected areas）内，

则意味着符合并支持自然保护的主要目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为保护地（protected areas）内的利

用提供了详细的指导，这些利用始终是可持续的和低影响的（见第 3节）。对于其他有效的区域保

护措施，其管理必须在与保护地（protected areas）相同的水平上实现有效的自然保护（CBD 第 14/8

号决定，见第 4 节）。 

 

传统的采集（Traditional harvest）是世界各地许多保护地和 OECMs 的重要途径。保护工作在公平

的情况下效果最好：基于充分的参与，共享和透明的决策，基于权利的方法，以及公平的利益分享。

至少 30%的最低目标通过展示此类管理的全球环境价值，为加强保有权/居住权（tenure）的保障和

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主导的保护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原住民和当地人民的治理是保护地和 OECMs 的重

要治理类型，得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认可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大力支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 条规定的保护地和 OECMs 是土地和海洋利用的一个独特的子集（目前在目

标 3 中提议到 2030 年覆盖至少 30%的土地、海洋和淡水），其中“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生物多样

性”。虽然它们的重点是保护，但它们允许符合其主要目的的利用，而不是广义的“可持续利用”

或“可持续发展”。《公约》第 8 条（c）款明确了这一点。条款中规定，各缔约方应在保护地附近

地区促进无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以进一步保护这些地区。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利用是

在保护地和 OECMs之外进行的——在更广泛的景观和海景中。 

 

应用“可持续利用”一词的挑战 

使用和应用“利用”（use）这个术语的挑战之一是，这个概念是一个连续体。（见图 1） 

 

在这一连续体的低端是“非暴采式”的利用（non-extractive uses），如旅游、使用神圣的自然

遗址（sacred natural sites）等，以及为传统药物、燃料或食物等目的而进行的低影响的野生物

种的采集或收获。此类活动的期望和规范是它们以具有代际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方式进行，以便当

前的利用不会影响未来的潜在使用。提高收获率或使用率可以持续到工业收获水平，在不损害重复

进行的能力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寻求收获。（而相对的，处于连续体的高端）如可持续产量渔业、

可持续林业等通常被认为是可持续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即可对其进行高频次的利用，或具有较高



的利用价值。超过最大利用水平就成了过度采集，这将产生长期的生态影响，不属于《生物多样性

公约》的范畴。 

 

 
图 1. “可持续利用”作为一个连续性概念及其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各目标之间的关系 

 

利用，可以影响一个种群的种群数量统计学（如出生率和死亡率），一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如

只选择基因库的一部分），甚至有生态系统层面的影响（如清除捕食者或关键物种）。关于任

何特定的利用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个问题很复杂。许多对可持续利用的判断是基于种群数量模

型，根据替代率来计算使用率。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即使是相对较低的利用水平，也会对

物种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甚至是那些通常被归类为可持续的利用。因此，低水平的利用并不

总是意味着低影响。影响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被捕捞物种的繁殖策略、寿命和繁殖能力的年

龄、在食物网中的位置以及种群中哪些个体被捕捞。 

 

一些低水平的利用，通常被认为是可持续的，但也会产生生态影响。例如，对捕食性鱼类的选

择性捕捞，即使是低水平的，也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Estes 等，2011 年）。猎杀大型雄性

野羊在种群数量统计学上可能是可持续的，但会影响该物种的遗传组成（Coltman 等，2003 年，

Festa-Bianchet 和 Lee，2009 年）。中非的丛林肉类捕获，可能被认为是可持续的，但对营养

系统有影响（Abernethy 等，2013 年）。在可持续性模式下进行的森林采伐改变了鸟类种群的

相对丰度（Betts 等，2021）。所有这些都是在可持续管理方法下可能发生影响的例子，即使是

在适度利用的水平下。 

 

了解利用的影响程度需要对自然系统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情

况下，在最大化收获/利用的目标下被采集或捕获的种群，由于缺乏对因果关系的必要的生态学

理解，因此难以避免过度捕获。确保一个物种的利用是可持续的，需要了解该物种的种群动态，

该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对该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的潜在影响。 



 

过度采集（overharvest），亦即过度利用，对野生物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损害了持续利用

的能力（见图 1）。过度采集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而且显然超出了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因为它

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过度采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它影响了世代的稳

定性，因为后代的能力受到损害。过度采集造成重大生态影响的例子有很多。对于那些经过充

分评估的分类组，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评估的灭绝风险，不可持续的

捕捞现在是影响受威胁海洋物种的最普遍的威胁（IUCN，2016），对于陆地和淡水物种是第二

普遍的威胁（Maxwell 等，2016）。虽然许多物种的捕捞是可持续的，但目前 1/3 的商业野生

鱼类种群正在被过度捕捞（粮农组织，2016）。Marsh 等（2022 年）查验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红色名录的物种，发现只有约 1/3 的物种的采集是可持续的。 

 

要确保利用是真正可持续的，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可持续性原则往往在经济上被

推翻、亦或在政治上被忽视。因此，在保护地内进行的利用，应该发生在“利用”这个连续体

概念的最低端，并且确保要始终是可持续的，这与把自然保护放在首位的作用是一致的。同样

地，根据定义，保护地和 OECMs 必须在一种管理制度下，该制度可以显示出对生物多样性的重

大持续保护成果，这意味着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任何使用对所涉及的物种、群体或生态系统

都是可持续的，并且不会产生重大的生态影响。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评估报告（IPBES 2022）提醒：“野生物种的

利用直接促进了全球数十亿人的日常福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尤为重要”。野生物种是指尚

未通过针对特定性状的多代选择而驯化的任何物种，它们可以不受任何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人类

干预而生存。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人为管理，并承认野生和驯化之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地类型与利用 

对于保护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了六种管理类型，反映出与第 8 条规定的自然保护的主要目标

相一致的不同种类的利用。例如，第 1a 类荒野，通常包括狩猎，主要由原住民进行；第 2类通常包

括旅游；第 5类保护地旨在支持仅因长期以来的人类和利用模式而出现的生物多样性（如在广阔草

原上发现的稀有植物和草原鸟类）；第 6类允许某些类型的社区可持续收获野生资源（例如，这支

持传统的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收获，如巴西坚果和手工捕捞）（详见 Dudley 等，2008）。 

 

这里必须满足的两个关键原则是： 

 

● 保护地内的利用与自然保护的首要任务相一致，且不发生冲突。因此，这不是针对一般用途的授

权，而是仅针对那些已知与特定保护地目标相一致的用途的授权。 

 

●此类用途通常由来已久，旨在以适当的水平进行，以明显显示代际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今天的利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同样的使用，而不会损失保护价值、种群数量水平和生态系

统服务。 

 

新目标 3 下的保护地，与之前的爱知目标 11 一样，允许根据国家保护当局的决定对此类兼容用途

进行分级，从全面保护到某些类型的采集或捕获。在许多情况下，与原住民和地方社区（IPLCs）的

习惯性使用以及权利和保有权有关的有限类型的利用，在一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类别和

OECMs 的指导下被认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政策和指南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一点（Dudley 等，2008）。例如，在海洋保护地

中（Day 等，2019），人们承认低采集量的兼容使用通常符合管理的习惯使用和权利。尽管使用的

接受度有一个等级，比如说第四类到第六类，但对什么类型的利用可以表现出代际可持续性和稳定

性有明确的限制（附件 1）。 

 

因此，保护地的可持续利用可分为两大类： 

 

● 相容性利用（Compatible uses）：有些做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常小，以至于它们与保护

兼容。这可能包括生态旅游（Leung 等，2018年）、低水平的畜牧业（Stolton等，2019 年），

其中牲畜取代了一部分天然食草动物，食物、药品和饲料的收集（Thapa Karps，2013 年），

或橡胶挖掘。这最后一项是采掘自然保护区（extractive reserves）概念背后的驱动力之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类别六。 

 

● 必要的利用（Necessary uses）：有些用途是保护管理所需要的（Dudley 等，2016 年）。 

 

在长期定居的地区，经过修改的生态系统已经发展起来，通常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这些系统

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欧洲，荒野、低矮的荒地、石灰岩草地、灌木林地和草甸在经过几

个世纪的人类定居后形成了它们目前的形式，并有相关的、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群落（Rackham，

1980）。如果不加管理，大多数会恢复成森林，并失去当地的种群，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一些

管理是必要的。此外，许多文化景观已不再具有商业价值，它们主要存在于受保护或保存的地

区，由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补充资金而得以生存。 

 

在实践中，许多较大的保护地（特别是第五类保护地）都有所谓的“容许用途”，通常在保护地建

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特别是一些林业和农业。这些并不被认为是理想的，但在 75%规则的应用下继

续存在，该规则规定，至少 75%的保护地必须为其主要目的而管理，通常有长期计划，以更可持续

的用途来替代。当然，也经常有非法利用，这些利用可能是可持续的，也可能不是，但不应该发生。 

 

此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政策呼吁各国政府禁止在所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类别的保护地内进行破

坏环境的工业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适当的、透明的、严格的预先评估程序，如国际最佳实

践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战略环境评估和适当的监管，采取措施确保所有活动与这些地区的保护

目标相一致。 

OECMs 与可持续利用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起源和目标与保护地不同，虽然提供有效保护的过程可能不同，

但维持保护价值的最终结果是相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8 号决定，IUCN WCPA OECMs特别

工作组，2019 年）。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因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并取得与保护地

（protected areas）同等成果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而受到认可。传统采集（Traditional harvest）

是世界上许多保护地和 OECMs 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原住民和社区管理的领地往往能有效地

保留其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Schuster等，2020）。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没有原住民的领导、支持

和合作，那么要保护至少 30%的地球（即 GBF 目标 3 的一部分），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原住

民或地方社区可能有长期建立的低水平利用和管理实践模式，这些模式长期有效地保护了生物多样

性，如果保管人同意，可以被承认为 OECMs。此外，许多原住民和当地社区选择将自己的领土宣布



为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其中一些是公认的保护地或 OECMs，并继续保护和促进习惯的管

理做法。例如，一个大型军事基地可能会保护重要的自然价值，这些价值在该地点仍致力于其主要

训练目的时得到保留。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可持续利用有何特点？ 

GBF 目标 3 的重点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所描述的基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领域，

如林业、渔业和农业，在目标 10 下涵盖。因此，“可持续发展区”不应作为一个额外的类别与保护

地和 OECMs 一起出现在目标 3的措辞中。虽然某些类型的可持续利用合法地出现在保护地内，但这

些都是图 1 中说明的利用连续体的一端。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区”这一短语作为目标 3的一个单

独要素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可能会使世界上的保护地和 OECMs面临广泛的潜在破坏性活动。 

 

大规模、集约化的商业和/或工业开发（在农业、渔业和林业方面），即使以可持续方式管理也不符

合 GBF 目标 3，而应该属于 GBF 目标 10 的范畴。 

 

建立一个独特的可持续发展区类别的可能性应在目标 10 下讨论，而不是在目标 3 下讨论，因为根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它是一个不同于保护地和 OECMs 的议题。  

 

虽然《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到 2030 年至少保护 30%的陆地和海洋领域，许多国家已

经认可了这一点，但这些基于区域的保护工作需要得到补充和支持，在其余 70%的景观和海景中采

取“整个地球”的方法进行更可持续的管理。 

结语 

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第

三轮谈判中（2022 年 3 月），有人提出将“可持续发展区”纳入《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 3的

新想法。本简报得出的结论是：把“可持续发展区”的概念纳入 GBF 目标 3中是不合适的；重要的

是，这种想法应放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其他相关位置。 

 

GBF 目标 3应只包括保护地和 OECMs，而不包括其他基于区域的单元。“可持续发展区”不应包括在

目标 3中。它们是其他目标的范畴，特别是目标 10，其管理是为了优化收获或采集（包括轮作林业、

作物农业）。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可持续发展应该被纳入目标 3，而在于——为什么它没有

被更好地纳入和应用到其他更相关的目标中。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WCPA）技术说明引用格式: Woodley, S., Laffoley, D., and 
Dudley, N. 2022.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Target 3 and the 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as”: A Technical Brief. Technical Note Series No. 9. Gland, Switzerland: IUCN WCPA. 11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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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摘自 Day 等人，2019 年。 

 

 

 

 

 

 

 

 

 

 

 

 

 

 

 

 

 

 

 


